
内容摘要:中外刑事司法的一个共同走向是从一种作为公共景观展示的“广场化司法”转

向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开展司法活动的“剧场化司法”,这不仅是法治和人道的要求,而且也符

合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经济学要求。当然,“剧场化司法”也可以对“广场化司法”的某些因素

加以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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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消失

在福柯的名著《规训与惩罚》(1975年)的开篇中,他讲述了一个公开处决的案例:

达米安,一个谋刺国王的罪犯,在 1757 年 3 月 2 日被判处“在巴黎教堂大门前公开认罪”,他应“乘

坐囚车,身穿囚衣,手持两磅重的蜡烛”,“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

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 ,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 ,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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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

于是, 就有了现场监视官员布东留下的如下

记载:

“硫磺点燃了 , 但火焰微弱 , 只是轻微地烧伤

了手的表皮。刽子手便卷起袖子,拿起专为这次酷

刑特制的约一英尺半长的铁钳, 先后在右边的小

腿和大腿上撕开两处,然后在右臂上撕开两块肉,

接着在胸部撕拉。刽子手是一个彪形大汉,但要撕

扯下肉块也不容易, 因此他在每一处都要撕扯两

三次,而且要拧动铁钳。”

“被铁钳撕扯时 , 达米安虽然没有咒骂 , 但却

声嘶力竭地嚎叫。他不断地抬起头来,然后看看自

己的身体。那个刽子手用一个钢勺从一个锅里舀

出滚沸的液体,胡乱地浇铸每一个伤口。然后,人

们把挽马用的绳索系在犯人身上, 再给马套上挽

绳,把马分别安排在四肢的方向。”

“4 匹马分别由 4 名刑吏牵引着 ,向 4 个方向

拖拽四肢。一刻钟后,又重新开始拖拽。最后,经过

几次尝试,不得不对马拉的方向做些改变,拉手臂

的马向头的方向拉,拉腿的马向手臂的方向拉,这

才扯断了臂关节。这样拉了几次,仍未成功。犯人

抬起头来, 看着自己的身体。刑吏又增加了两匹

马,与拉腿的马套在一起,但还是没有成功。”

“接连试了两三次后,刽子手桑松和先前使用

铁钳的刽子手各自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匕首, 不是

去切断人腿关节,而是直接在人腿根部切割身体。

4 匹马一用劲 , 拖断了两条人腿 , 即先拖走了右

腿,后拖走了左腿。然后对手臂、肩膀等如法炮制。

刽子手切肉时几乎剔到骨头。马先拖断右臂,然后

拖断左臂。”

“四肢被拖断后, 神父们走过来要对他说话。

刽子手告诉他们,他已经死了。但我看到这个人还

在动,他的下颚左右移动,似乎在说话。有一个刽

子手甚至说, 稍后当他们把躯体扔到火刑台时他

还活着。四肢上的绳子也解了下来,四肢被扔到火

刑台上。用长长短短的木柴覆盖住躯体和残肢,然

后点燃了混杂在小头中的柴草⋯⋯”[1]

在不厌其烦地对公开处决的种种细节进行描

述之后 , 福柯的笔一下子跳跃到 80 年后 (1837

年), 他接着介绍了巴黎的一个监管所的“犯人作

息时间表”, 其中详细规定了犯人起床、晨祷、早

餐、劳动、午餐、学习、休息、返回工作车间、晚

餐、晚祷、上床就寝等内容。然后 , 他评价道 :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次公开处决和一份作息时间

表。它们惩罚的不是同一种罪行或同一种犯人。

但是它们各自代表了一种惩罚方式。其间相隔不

到一个世纪。但是这是一个时代。正是在这段时

间里,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 整个惩罚体制在

重新配置。这是传统司法 ‘丑闻’迭出、名声扫

地的时代, 也是改革方案纷至沓来、层出不穷的

时代。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有关法律和犯罪的理

论 , 一种新的关于惩罚权利的道德和政治论证 ;

旧的法律被废弃,旧的惯例逐渐消亡。各国各地纷

纷酝酿或制定‘现代’法典⋯⋯这是刑事司法的一

个新时代。”[1](6- 7 页)

这个刑事司法的 “新时代”带来了众多的变

化,其中一种变化即是“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

消失了⋯⋯在几十年间,对肉体的酷刑和肢解、在

面部和臂部打上象征性烙印、示众和暴尸等现象

消失了 , 将肉体作为刑罚主要对象的现象消失

了”。于是 , 惩罚盛会逐渐退场 , 惩罚仪式逐渐式

微,惩罚不再是一种公开的表演,而日益成为刑事

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 [1] (8 页 )。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为什么不以 ‘残

暴’为耻的惩罚会被力求‘人道’声誉的惩罚所取

代?”在当时 , “这被人兴奋地大肆渲染为‘人性胜

利’的进程 ,从而无须更深入地分析”[1] (8 页 )。一个

多世纪以来, 人们对此种变化的主流解释是 “文

明法律制度的产物”[2]。本文无意颠覆这一结论 ,

只是想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化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

从而给读者展示出此种文明演变背后的合经济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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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场化”的非经济性

公共景观式的刑事司法 , 具有“广场化”的特

点, 它既包括前面所指的法庭已决案件的惩罚执

行,也包括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如公捕大

会、公判大会等,还包括其他一些旨在展示罪犯和

犯人的仪式和场合。①它有时与酷刑联系在一起,

有时却并不,而仅仅是一种大众化的渲染。虽然酷

刑及其展示在今天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不再常见 ,

但广场化的刑事司法却仍然在某些国家不同程度

地存在,这大抵与一个国家的司法传统、文化以及

民主法治的进程有关。当然,有时也与一个国家特

定时期的形势有关, 如在统治阶级的政权面临威

胁时 (请想像一下电影中的国民党杀害共产党员

后将其头颅挂在路边的电线杆子上等情景, 以及

共产党同胞发誓报仇等反应), 或在激进的革命、

社会改革或政治运动时(想像一下镇压“反革命”

的场景和文革时期的“批斗会”等)。②

广场化模式的非经济性表现如下:

(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一场大规模的公捕大会、公判大会和前述公

开执行死刑的仪式,至少包含了以下几项成本:一

是组织观众的费用。观众是广场化司法的必要组

成部分, 没有观众就无法成就公共景观。一般而

言,观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组织者专门组织

的,有时为了达到“普法”的目的 , 可能会分单位、

分街道地布置任务, 这些去参加者当天当然不用

去上班,有的可能还会得到一定的补助;另一部分

是自发参加的,他们以“凑热闹”的心态去围观,有

时会骑着摩托车追赶到刑场看执行死刑, 有时会

造成公共交通的堵塞, 而他们自己也浪费不少时

间。③二是前期准备工作。要联系和落实场所,或者

是固定的广场、会场,或者要到郊外去寻找这样的

场所;要横向通知和协调有关兄弟单位,纵向请示

和邀请有关领导参加;还有必要的宣传准备,如通

知相关媒体,以及对即将执法的人员的招待。④二是

现场保安工作以及善后事宜。现场需要动用大量的

警察和其他辅助力量,以维持秩序,确保仪式的顺

利进行和有关领导以及群众的安全;还需要实行交

通管制。在类似公捕大会、公判大会这样的仪式中,

需要将犯罪嫌疑人从不同的场所集中到一起,事后

又要分别运回不同的场所;而在公开宣判并押赴刑

场执行死刑的场合,不仅需要从宣判大会到刑场的

沿途高度戒备,而且在刑场执行死刑时仍然需要做

好警卫工作。至于善后事宜,是指大会后对会场的

清理、死刑执行后对尸体的处理等。

(二)它增加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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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司法广场化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先民对司法仪式之神圣性的崇拜和对法的形象的感性认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司

法活动(如神明裁判、仪式宣誓裁判、决斗裁判等)大体上都是在露天广场上进行的。这种原始的司法过程混杂着“宗教的、

民事的以及仅仅是道德的各种命令”。(英)亨利.梅英.古代法[M] .沈景一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84: 9.

②舒国滢教授不无道理地指出 :法律从本质上来讲 , 是一个内在地包含一个时间维度的“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 因

此,它的保守性质是与那些不需要程序和规则的“暴烈的行动”(激进的改革、革命和运动)相抵触的。参见舒国滢.从“司法

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一个符号学的视角 [ J] .政法论坛 , 1999(3).以及舒国滢 .反腐败与中国法治品格的塑

造———刚性法治能力的形成所面临的问题[ J] .社会科学战线 , 1998(6).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姚建宗教授担心 :过于大众化

的司法会对法治造成“致命的打击”。参见姚建宗.法治:符号、仪式及其意义[ J]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 2000(2).

③我们上高中时确曾因去围观枪毙犯人而耽误过上课因而受到老师的批评。

④十几年前 ,那时法院还没有法警 ,执行死刑是用武警 ,而且常常从另一个县调来武警执行这一个县的死刑 , 笔者曾

在某基层法院挂职锻炼 , 亲自与来自中级法院的领导参与招待第二天将要执法的武警 , 当地法院领导告诉我 :“因为要用

他们 ,所以一定得让他们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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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介绍了有关案例之后 ,福柯指出:“在废弃公开处决的仪式这一问题上 ,无论人们对犯人的恻隐之心起了何种作

用 ,国家全力对这些多义性仪式效果的政治担忧 , 无疑也是一个因素。”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 杨

远婴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99: 69.

②例如 ,福柯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名高级邮政官因犯罪而被示众 ,示众后被从围观的人群中带走 ,“他被押上一辆

出租马车。民众对他百般侮辱。如果无人护卫的话 ,很难使他免受民众的虐待。”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 .刘

北成 ,杨远婴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99: 63.

风险之一是容易造成民众的骚动、骚乱, 甚

至是一种持久的动乱, 基于此, 为了保证刑场的

秩序 , 常常需要采取 “令民众痛苦”、 “令当局

难堪”的措施。民众虽然是被召唤来做忠诚的观

众和听众的, 但并不能保证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

理智行事, 群情激愤或者以暴力来强行介入惩罚

机制以重新安排其效应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少

见。①当然,这种风险还表现在其他公共景观式的

环节,如在 18世纪末之前,奥地利、瑞士以及美国

的一些州, 如宾夕法尼亚, 在使用囚犯从事劳动

时,这些身穿囚衣、剃了光头的犯人常常被带到公

众面前,“对这些懒汉和恶棍的嘲弄, 常常激怒他

们。他们很自然地会对挑衅者进行疯狂地报复。

为了防止他们以牙还牙, 给他们戴上铁颈圈和脚

镣, 上面还绑着炸弹。他们拖着铁链, 从事丢人

现眼的杂役。警卫身挎刀剑、短枪和其他武器进

行监督。”在法国, 直到 1831年, 公开展示犯人

的 “令人作呕的场面”还在继续, 如用铁链拴成

的囚犯队伍跋涉整个法国, 但后来被不显眼的黑

色囚车所取代 [1] (8- 9 页 )。风险之二是“公开处决造成

许多非法活动的中心”,在处决日, 工作停顿, 酒

馆爆满, 当局受到谩骂, 刽子手、警卫和士兵受

到侮辱和石块的袭击 ; 出现各种抢劫犯人的企

图, 有的是要救他, 有的则是为了虐待他甚至杀

死他; ②斗殴时有发生 , 刑场的好奇围观者是小

偷最好的目标。

(三)不利于实现惩罚的目的。

公开惩罚的本来目的是要向公众展示罪犯的

恶, 但历史证明, “这种 ‘结束罪恶’的仪式被

人们视为某种不受欢迎的方式, 被人们怀疑是与

罪恶相联的方式。在人们看来 , 这种惩罚方式 ,

其野蛮程度不亚于, 甚至超过犯罪本身, 它使观

众习惯于本来想让他们厌恶的暴行。它经常地向他

们展示犯罪,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

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

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公开处决此时

已被视为一个再次煽起暴力火焰的壁炉。”[1](9 页)此

种情形, 尤其在民众认为判决不公时容易发生,如

犯人情有可原却被处以死刑,在出身高贵或富有的

人犯同样的罪行时所处的刑罚要轻甚至根本不被

处罚。

(四) “广场化”的式微与酷刑的减少是紧密

相连的。

召集公众来见证惩罚的目的是以儆效尤 , 发

挥警戒和恐怖的作用,为达此目的,刑罚自然是越

残忍越被设想成有威慑力, 因此, 它与暴尸、增

加死刑的痛苦、挂牌游街示众等有着内在的联

系。相反, 在 “广场化”向 “剧场化”演变的过

程中 , 我们也同时看到另一种几乎是同步的景

观, 那就是形形色色的酷刑手段相继退出舞台。

以死刑的执行为例 , 从历史上看 , “死刑 (执行)

的方法划分成普通方法和高度专业的方法两类。

前者的任务是剥夺人的生命, 而后者的主要目的

是, 在剥夺人命的同时使被处决者备受痛苦和煎

熬。”。[3]在当今世界,除极个别国家还保留有后一

种死刑执行方法外, 绝大多数还保留死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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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死刑执行从野蛮方式走向文明方式 , 至少可以给我们以如下信心 : 既然人类执行死刑的方式可以从野蛮走向文

明 ,那么最终废除死刑这种不文明的刑罚就是可能的。

②当然 , 即便如此 , 我们仍然难以否认直接的展示有时比间接的表象要带给人更强烈的印象 , 因此 , 至少在这一点

上 ,用“刑事政策的基础最终是人道主义原则”(耶塞克语)来解释 ,恐怕比单纯的经济学解释 ,要更具有说服力。参见(法)米

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99: 104.105, 123—124.

③当然 ,这里的“广场”与“剧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地理概念 ,还具有一种隐喻的意义。有关“广场”与“剧场”之符号意

义的对位比较 ,可参见朱学勤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第 132.135 页。

都采用了尽可能不给死刑犯带来过分痛苦的死刑

执行方法。①我国古代的死刑执行方式也是五花八

门,到清末还有凌迟、枭首、戮尸等多种野蛮方式,

但清末法律改革时,当时负责修律的大臣沈家本、

伍廷芳就向清廷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 并得允

准 , 此后 , “凡死罪至斩决而止 , 凌迟及枭首、

戮尸三项, 著即永远删除”[4]。这种执行方法的渐

趋统一, 仅从执行人员的培训、执行设备的配置

等角度来看, 也是有利于降低执行成本的。若将

眼光放至其他残暴手段和仪式的退场, 则此点更

为明确。

(五)越是“广场化”的执法,越会造成各种国家

权力的“一锅端”, 而此种局面不利于发挥司法机

关定纷止争、维护社会稳定的独特作用。

现代刑事司法的一个趋向是: 司法与执行判

决保持距离, 公众将注意力转向严肃的审讯和判

决, 而执行则被委托给政府的某个专门部门去相

对秘密地完成, 这样司法就在自身和它所施加的

惩罚之间建立了一个保护体系, 即不要以为法官

是有意惩罚才做出某个判决, 法官判决的目的是

要使人改邪归正、“治病救人”。由于司法“逃脱”了

执行的责任, 因而更有利于突出其中立的角色特

点,不致将过多的矛盾引到自己的身上。这对增强

人们对司法的信任, 进而巩固它在维系社会稳定

中的作用,是有好处的。不仅如此,否定“广场化”

的执法还意味着提供了一种理性表达的可能 :应

该尽量扩展惩罚的表象, 而不是体罚的现实。因

为,根据“充分想像原则”,处于刑罚核心的“痛苦”

不是痛苦的实际感觉 , 而是痛苦、不愉快、不便利

的观念,即“痛苦”观念的痛苦,因此,“惩罚应该利

用的不是肉体,而是表象。”可见,完全可以不通过

大张旗鼓的广场式执法,而是通过“教训、话语、可

理解的符号、公共道德的表象”等“宣传经济学”的

渠道,使民众建立起犯罪与惩罚观念之间的联系,

而这才是“很经济的理想惩罚”②。

三、“剧场化”的经济性

与“广场化”刑事司法相对应的司法模式或类

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剧场化的刑事司法”,它是一

种在以“剧场”为符号意象的人造建筑空间内所进

行的司法活动。③由于剧场是一个间隔的、不透明

的空间———一个规限的空间, 因而在此种空间内

开展的司法活动与广场上开展的司法活动具有多

方面的差异[2]。总的来看,它更具经济性:

(一)安全工作变得相对容易而低成本。

如果将审判及宣判工作安排在“法庭”这样一

个“剧场”, 只需在门口设立安检仪器及少量安检

人员即可, 而不用像公审大会和公判大会那样组

织大规模的保安工作。在法庭内,由于有一种庄严

的气氛,加上严格的法庭规则,以及法庭容纳人数

的限制,使得里面的秩序相对容易维持,而发生骚

乱的危险则大大降低。“法庭既阻隔了庭审活动与

庭外活动,也限定了‘诉讼参与人’与一般的‘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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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角色及活动的界限,以防止法庭之外和

之内的各种‘嘈杂的声音’对庭审活动可能造成的

干扰”[2]。

(二)与广场的临时性、功能多变性不同 , 法庭

等建筑具有一种自身功用的特定性。

法庭只能是用来进行审判的场所, 它不会被

随便挪作他用; 法庭乃至法院建筑内会有一些与

法律精神相协调的符号化设计, 这能唤起人们对

法律的信仰和尊敬;而法庭开庭对公众的开放,又

能使普法教育收到较好的效果。在这里,人们所看

到和感受到的不是弱者被强者的任人宰割, 而是

严格的法律适用和推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花一定

的费用来修建法院大楼、看守所、监狱等固定的建

筑,以便搭建起相应的“剧场”, 不仅是必要的 , 而

且也是有效益的。

(三)剧场化的执法和司法可以避免公捕、公审

大会以及公开处决等激发出来的人性“恶”, 如幸

灾乐祸、对残忍熟视无睹,或唯恐天下不乱。

人性中既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外界环

境的刺激和制约可以使其中的某一方面得到强化

或弱化。不少学者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减少暴

力犯罪应通过创造一种尊重人的生命的 ‘人权文

化’来实现。”[5]由此推及广场化的执法(特别是如

前所述 , 它又常常与不人道的执法相联系), 显然

不利于创造一种尊重人权的文化,因此,从根本上

来说,也不利于预防犯罪。

(四 )在广场化的执法中 , 当局试图以“批斗

会”、游街、打烙印等方式来教训罪犯,但这种肉体

上的征服并不能使他的灵魂得到征服, 而剧场化

的执法却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后者。

在剧场化的执法中, 法庭审判不再是一种简

单的报复,而要运用人格调查等手段,对犯罪人行

为前后的表现进行综合考虑, 进而判处适当的刑

罚 ,这是“权力经济学”在惩罚机制中的一种更精

细的运用,它既有利于犯罪人认罪服法,也有利于

随后对他的改造和教育。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

以监狱为代表的刑罚执行机构得以发展起来 , 监

狱学成为一门科学。劳动由于其既具有经济效益

又有益于去掉罪犯身上的懒惰, 因而成为改造犯

人的一种重要手段;减刑、假释等制度也被广泛应

用于刑罚执行的过程中。尽管监狱今天已成为人

们批评和探讨改革的对象, 但它最初却是作为一

种人道的产物诞生的。福柯曾将 1840 年 1 月 22

日作为现代监狱体制形成的最终日期,在那一天,

梅特莱监狱农场开始使用, 来自其他惩罚场所的

犯人在咏唱关于这个农场的新惩戒方针时说:“我

们过去宁愿挨打,但是现在囚室更合我们心意。”

[1] (337 页 )值得指出的是 ,目前 ,世界上广泛推行的社

区矫正等“非监禁化”运动 , 其目的是要解决监狱

拥挤、实现监狱应尽可能地少关人,它在取得比监

狱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 也实现了

更大程度的剧场化,而决不是广场化(想像一下社

区矫正中的犯罪人 , 他们是被展示的对象吗?不

是,而是被教育和改造的对象)。

四、对“剧场化”司法的几点补充

我们已经看到,较之广场化司法,剧场化司法

无论在人道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具有优势 , 正

因此, 剧场化司法成为现代法治发展的一个基本

趋向也就不足为奇。不过,正如舒国滢教授所指出

的 ,“广场化”和“剧场化”的使用有可能过分简单

化, 实际的司法活动要远比理论描述的生动复杂
[2]。因此,我愿意在结束本文之前 ,再表达以下几

个意思,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误导:

第一, 总的来说, 在现代法治国家 , 那种旨

在公开折磨犯人、侮辱犯人的广场式执法应当绝

对禁止 , 但如果一个国家有 “人民司法”的传

统, 又有较完善的 “乡土文化”士壤, 则对那种

体现乡间温情的 “司法调解”、 “送法下乡”之

类的活动应予以理解, 因为, 此时不仅与人道不

相悖, 而且深入分析下去, 也必然符合效益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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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于乡间这样的“熟人社会”, 较之城里这样的“陌生人社会”, 法治的运作方式及其内在机理是有所不同的 , 在前

者 ,由于受血缘、地缘的影响 ,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 ,加上人们读报少、交往多的特点 , 因而温情化的调解和普法比简单的

一纸判决更能促进社区和谐 ,而后者 ,却因当事人之问的背景文化差异太大 , 调解的难度及成本相对要高 , 调解后的收益

和巩固机会又少(彼此并不像乡间那样交往频繁、住所固定)。认识到这一点 , 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城乡二元化格局

下 ,乡间司法仍有必要借助适当的广场化形式来达到更好的法律适用效果 , 当然 , 不言而喻的是 , 这里的“广场”形象已经

与充满血腥气味的刑杀或有辱人格的“批斗会”等大相径庭。

②参见《广州日报》2007 年 7 月 30 日报道。

③参见王琳:“怎么看美国版‘小偷示众’”,载《方圆法治》2007 年 5 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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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观点。①

第二,由于在现代文明诸国的刑法中,承诺是

刑事责任的基础即刑罚权行使正当化的根基 , 因

此, 尽管以侮辱人格为特征的羞辱刑在现代刑法

中没有存在的余地,但如果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

某些犯罪人宁愿选择一种广场式的执法方式 , 认

为它既不构成强加的羞辱, 也轻于另一种剧场式

的执法方式,则应当准许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

例如: 2007 年 7 月 27 日 ,美国俄亥俄州潘尼斯维

尔市地方法官麦克尔·希克奈迪做出判决:三名被

潘尼斯维尔警方抓获的嫖客必须在 27 日下午 4

时至 7 时之间在法院门口穿上黄色的小鸡服 , 装

扮成小鸡的模样,并且要手举一个写着“我们的城

市没有‘养鸡场’”的标语牌(在美国 , 内华达州是

可以合法开设妓院的州,“养鸡场”是内华达州妓

院的别称)。这二名被告扮演小鸡后,可以免除 30

天的入狱惩罚。对希克奈迪来说,罪犯可以作出选

择:被监禁或接受如此花样翻新的判决,结果罪犯

选择后者。②此前两个月,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一位

中年妇女也因被控在沃尔玛超市行窃,本来应该被

判处 60天的监禁,但法官根据她本人的选择,最终

决定让她连续两个星期六的上午 11点到下午 3点

挂着牌子站在超市入口处,从而免除入监。③在这

两个个案中,很难讲监禁和罚站谁重谁轻,一个要

面子的人宁肯去监禁也不愿被罚站,相反,另一个

愿意被罚站而不愿意去坐监的人, 可能要么是脸

皮厚些、要么是有其他考虑(比如要省出更多的时

间来去挣钱养家糊口), 但即便是脸皮厚者 , 他也

肯定能感受到此种情形下的不光彩, 因而仍然达

到了惩罚他自己和教育、警戒他人的作用。这种建

立在当事人选择的基础上的惩罚与强行性的广场

化执法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它既不存在藐视当事

人的人格尊严问题, 同时还可为国家节省司法成

本(因为监禁一个人国家需要投入)。

第三, 剧场化不能搞成神秘化。有的学者从

“距离产生美、陌生产生好奇与神圣”来论证法律

仪式的“剧场化”, 并将“剧场化”等同于“神秘化”

(至少在措词上如此)[6]。我认为,这是值得警惕的。

“剧场化”以其角色分工明确(观众就是观众 ,而不

是与法官互动的参与者)、“演出”专业规范(有一整

套的开庭、质证、辩论规则)、场所布置得体(严肃而

不花哨, 对观众开放而将空间限定在容纳一定人

数的范围)等特征而区别于“广场化”,但决不是要

把司法引向神秘化。相反,现代司法强调公开性、

透明性,也关心司法中的民主和对司法权的制约,

因而才有国外的陪审团和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

度,才有对公开审理和公开宣判的要求(对涉及国

家秘密或个人隐私以及未成年人的案件, 基于保

护国家利益或当事人利益的考虑, 规定不公开审

理),也才有开庭过程中对各种证据的展示和控辩

双方的交叉提问,以及对证人、专家和办案警察出

庭作证、当面对质的强调,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发

现真相、实现正义 , 防止法院和法官的暗箱操作。

还有,对监狱这类封闭化的“剧场”,也要求实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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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考虑到犯人的心态 ,我觉得这里所说的“适当措施”,可以分两种 :一是对于参观监狱的团队 ,应设置不被犯人察觉

的设施 , 如了望塔 ;二是对于与犯人面对面的交流 , 应征求犯人本人的意见 , 只有在犯人本人愿意甚争乐意交流时 , 才予

以安排。

②在实践中 ,如果遇上太多的人想进法庭旁听、而法庭又容纳不下 , 怎么办?可以采取抽签或者按排队先后顺序来处

理 ,否则 ,机会不平等 ,就可能导致进不去的人心生怨气。

③一个关于恢复性司法和刑事和解的初步经济分析 , 参见刘仁文 , 周振杰.恢复性司法的经济分析 [M] . / /王平.恢复

性司法论坛(第 3 卷).北京:群众出版社 ,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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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政策,将权力的行使由幕后移至台前,同时还要

采取适当措施 , 将这类“剧场”向有组织的公众开

放,从而既缩短犯人与社会的距离,又起到法制教

育的作用。①

第四, 剧场化可以对广场化的某些因素加以

扬弃。例如,关于法庭规模的设立,一个法院可以

设立两类法庭 , 一类是常规性的 , 这类比较小 , 能

容纳二三十人就可以了,因为,一般案子来旁听的

公众并不会多, 除非是自家的亲人或其他有利害

关系者,但对于某些有重大影响的案子,可能前来

旁听的人,包括媒体就会很多,这时就不妨安排到

另一类较大的法庭, 以尽可能多地满足旁听者的

要求。当然,法庭再大也不可能搞成容纳几百人,

甚至上千人的法庭,这不仅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也

是基于保安、审判效果的考虑。②再如,死刑执行一

般而言都是不向观众公开的, 但在某些有重大影

响的死刑案件中,我们可以考虑从被害者家属、普

通公众和媒体中挑选一定的代表小规模地见证死

刑的执行,这既可以给受害者和社会一个交代,也

可以防止对死刑犯的虐待。

第五,目前,我们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司法剧场

及其表演,如法庭审判,也并不意味着已经达到了

完美的境地,或者不需进行别的探讨。事实上,许

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过于严肃的法庭气氛和控辩

双方针锋相对的法庭规则,使调解、和解和犯罪人

与被害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 正因

此, 现在西方社会开始流行旨在促进被害人和被

告人面对面和解的“恢复性司法”,而我国的“刑事

和解”也正在实践中得到较快的发展,这是否可以

理解为人类对传统的“剧场化”司法的一种反思和

弥补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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